
 

作为隐喻的空间

—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

黄 东 兰

摘    要    明治中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出现过“东洋”“东亚”和“东部欧亚”三个地理范围大致相同的地

域概念，三种概念分别代表了日本史学界关于中国与其周边世界相互关系研究的三次“空间转换”。第一次

转换以明治中期东洋史的诞生为标志。作为日本对外扩张时代的“帝国知”，东洋史强调“东洋诸民族”之

间“平等”的竞争与对抗，颠覆了儒家传统的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第二次转换发生在战后初

期，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基于历史上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之间密切的政治和文化关联，揭示了以

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内在同一性。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从“东亚”到“东部欧亚”

的空间转换的趋势。“东部欧亚”论者批评西岛理论的“中国中心”取向，从全球史视角关注中国与周边势

力，以及周边势力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农耕与游牧、汉与非汉问题上与战前的东洋史叙事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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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语中的“东洋”（東洋，Orient）是“西洋”（Occident）的对应词，主要指中国、日本和朝鲜

半岛。但是，在明治中期出现的东洋史中，“东洋”主要指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并不包括在内。“东亚

 （東アジア，East Asia）”是战后日本史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域概念之一。在西岛定生（1919−1998）著

名的“东亚世界论”中，历史上的“东亚”涵盖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它们共同拥有汉字、儒教、汉

传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和“东亚文化圈”。近年来，西岛理论因其“中

国中心”取向而受到批判，越来越多的日本史、东洋史研究者开始放弃“东亚”概念，代之以“东部欧

亚”（東部ユーラシア，East Eurasia，地理范围大致为“帕米尔以东”）概念。

从明治时期的“东洋”到战后初期的“东亚”，再到近年出现的“东部欧亚”，三者都是超越民族国

家范围的地域概念，所对应的空间范围基本上均为中国及其周边世界。它们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

条件，又分别承载着某种预设的价值。鉴于国内外学界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本文将以“东洋”“东亚”

和“东部欧亚”的地理范围、时代背景，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为线索，探讨它们分别隐喻了怎样的学

术和政治诉求。

一、“东洋”概念

在中国典籍里，“东洋”泛指中国视角中的东方之海及南洋，而“西洋”则指印度洋和印度以西的地

区。此种地理空间观念随着大量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也影响到日本人的空间认识。在江户时代日本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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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中国为“中”、以日本为“东”的用例不胜枚举。如新井白石在比较日本、中国与欧洲语言的发音

后指出：“东方之音如新莺。中土之音如乔迁之莺。西方之音乃如流莺。”①这里的“东方”是相对于

 “中土”（即中国）的日本。然而，自江户中期起，随着日本与欧洲接触的增加，“东洋”被赋予了新的

含义，成为与指称欧洲的“西洋”相对应的概念，其空间范围也扩大到包括中国和中国文化影响所及的广

大地区。②此种新的“东洋”概念的典型用例，是佐久间象山著名的诗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省

侃录》，1854 年）。在这里，“东洋”和“西洋”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含义，前者长于道德，后者长于技

术。在熟读儒家典籍的佐久间看来，“东洋”具有高于“西洋”的道德优势，而日本则无疑是“东洋”世

界的一员。

明治维新后，“东洋”不再指原先中国语境中的东方之海、以及海中岛国日本，而是作为“西洋”的

对应词，泛指整个亚洲。明治十年以后，随着以日本为“东洋之盟主”、抵抗欧美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思

想逐渐抬头，“东洋”一词的使用也随之增加。③然而，明治时期的“东洋”只有在与“西洋”相对应时

才泛指亚洲，“东洋”在地理上指的是“东方亚细亚”或“亚细亚之东边”，即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在

内的亚洲东部地区。④在历史教育和史学研究中，受明治初期形成的日本史、“支那史”（即中国史，后

改为东洋史）和万国史（后改为西洋史）框架的影响，作为“国史”的日本史不包括在东洋史之内，因

此，东洋史中的“东洋”的地理范围指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亚细亚”。根据桑原骘藏（1871−1931）

 《中等东洋史》的定义，“东洋史即东方亚细亚之历史”。“东方亚细亚”由喜马拉雅、葱岭和阿尔泰三

大山脉环绕，包括中国和朝鲜。⑤如果除去朝鲜半岛的话，东洋史中的“东洋”，与清朝的疆域基本一致。

东洋史的前身是中学历史课程“东洋历史”，它诞生于一个不寻常的年份−1894 年，亦即逆转中日

两国命运的甲午之年。是年，在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中学教育改革会议上，该校著名的汉学家那珂通世

 （1851−1908）建议，将原先的三分科制改为日本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部分，世界历史由“东洋历史”和

 “西洋历史”构成。⑥那珂构想中的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主的“东洋诸国”治乱兴亡之史，兼及汉、突

厥、女真、蒙古等民族盛衰消长的历史。⑦那珂的提议得到了文部省的认可，那珂也由此被称为日本“东

洋史之父”。改革后的“日本史”和“西洋史”基本上保持了原先日本史和万国史的内容，日本史仍旧依

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叙述起源于远古“神代”的天皇家族的历史，而西洋史也基本上没有越出斯因顿

 《万国史》的范围。⑧东洋史与原先的“支那史”相比，虽然仍以中国王朝的兴替为梗概，但二者的空间

意识和叙事结构却大不相同。

东洋史在历史叙事上的最大特征在其空间表述。东洋史在空间上打破了儒家传统的由中原王朝和四裔

构成的中心−周边的差序结构，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描述为“东洋诸民族”间竞争与对抗的历

史。这一变化从那珂本人的两部教科书，即甲午前的《支那通史》（1888−1890，以下简称《通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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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井白石：《東雅》（1717 年），市岛谦吉編輯校订《新井白石全集》第 4 卷，東京：国書刊行会，1906 年，第 7 页。

②参见津田左右吉：《東洋文化、東洋思想、東洋史》（1931 年），《津田左右吉全集》第 28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6 年，第 361 页。

③例如，由民权左派植木枝盛等于 1881 年起草的私拟宪法《東洋大日本国国憲按》；由樽井藤吉于 1882 年创立的东洋社会党；由大井宪太

郎等于 1892 年组建的东洋自由党；由涩泽荣一等于 1895 年创刊的《東洋経済新報》，等等。

④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における“東アジア”の“発見”》，貴志俊彦等編：《“東アジア”の時代性》，广岛：溪水社，2005 年，第 47 页。

⑤桑原隲蔵：《中等東洋史》上卷，東京：大日本図書，1898 年，第 1 页。

⑥在那珂通世提议设立东洋史之前，日本的中学历史课程分为日本史、西洋史和支那史三个部分。在那珂的建议下，改为日本史和世界史两

个部分，而世界史则分为西洋史和东洋史。今天日本史学研究中的日本史、西洋史、东洋史三分体制即由此而来。

⑦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伝》，故那珂博士功勋纪念会編：《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図書，1915 年，第 32−33 页。

⑧William Swinton(1833−1892) 出生于苏格兰，后移居加拿大、美国，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也曾担任纽约时报通信记者，著有

数种历史普及读物，其中流传较广的是高中历史教科书 Outlines of the World ’ s Histor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with Special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New York and Chicago: Ivison, Blakeman, Taylor, and Company, 1874)。该书在明治时期被

日本许多高中选为英文和世界史课本，并有多种日文译本，对近代日本的文明史叙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须因顿基于当时欧美流行的以社

会进化论为依据的文明史观，将人类历史分为野蛮、半开、文明等若干等级，认为只有高加索人即白人，才有资格被写入人类进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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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的《那珂东洋小史》（1903 年，以下简称《小史》）中清晰可见①。《通史》（原文为汉文）按照

欧美万国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编纂体例，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远古到周代）、中世史（秦到

宋）和近世史（元明清）三个时期，以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为主线，兼述典章制度、文化风俗和社会变

迁。《通史》在涉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既有西方文明史观下的时间等级化特征，也保留了中

国正史的华夷色彩。那珂将生活在“支那帝国”内的人群分为支那（汉人）、韩（高丽）、东胡、鞑靼

 （蒙古与回）、图伯特（西藏）和“江南诸蛮种”六个“种族”（即民族）。在那珂笔下汉人文明程度最

高，“当四邻皆纯夷之时，汉土独为礼乐之邦，政教风俗已擅美于东洋，足以观古代开化之一例矣”。朝

鲜人“文化夙进，亚于汉人”。而苗、瑶、獠等“江南诸种”则“皆性极顽陋，在众夷中为最劣”。匈奴

等北方民族“皆无城郭常处，以畜牧射猎为业，贵壮贱老，不知礼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亦取（娶）

其妻，故汉人贱斥，至以为犬猪之类”。②显然，那珂按照儒家华与夷、文与野的标准将中国境内的不同

民族序列化，他笔下的“支那帝国”空间，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空间。

与此不同，那珂《那珂东洋小史》投向“夷狄”的视线与《支那通史》迥然不同。虽然在《小史》中

还偶尔会出现“北狄”“南蛮”等来自中国正史的华夷表述，但是，已经看不到《通史》中关于匈奴等北

方民族“不知礼仪”“戎狄窃据北带（北方）”“卒为中国患”“夏人叛宋”等表述，而且，那珂还将冒

顿单于描写为“东灭东胡，西逐月氏”，迫使汉朝与之和亲、提供岁币的英雄；称赞建立前赵的匈奴裔刘

渊及其子刘聪、族人刘曜等“皆有文武之才”。反之，北魏孝文帝因推行汉化政策而遭到鲜卑贵族反抗，

则“足为醉心他国之美风，骤然改变旧俗者之戒”。③《通史》与《小史》关于蒙古崛起的叙述，更是清

晰地反映了那珂历史观的变化。《通史》在记述蒙古灭金宋时，称蒙古兵“所过无不残灭，人民屠戮，不

知其几百万，金帛子女兽畜，皆席卷而去”。④反之，《小史》不再提及蒙古军队的烧杀掳掠，而是用大

量笔墨描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勇猛的蒙古骑兵征服金、宋、西夏，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大帝国

的武功，称拔都西征为“堪比亚历山大东征的壮举”。⑤比较二者可见，《通史》从儒家的道德史观出

发，着重描述了蒙古军队征服过程中的残酷行为；而《小史》则将视野扩大到欧亚大陆，关注蒙古势力的

兴起给欧亚大陆的国际格局带来的变化。可以说，《通史》是一部出自汉学家那珂之手的汉文化中心的中

国通史著作，而《小史》则是一部出自东洋史家那珂之手的去汉文化中心的历史。

东洋史诞生于甲午之年并非偶然。明治维新后，日本以西方为师，实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仅用二

十多年时间就取代中国成为东亚强国。对日本来说，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学习和仿效的对象，但是，褪

去昔日文明母国光环的中国，却有着另一层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成了日本对抗欧洲列强，进行海外扩张

的必取之地。随着日本的军事力量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急剧扩张，了解中朝两国的地理和历史，成为当

务之急。1895 年 1 月，那珂在大日本教育会上所作的题为《东洋地理历史讲义》的系列演讲中，特别强调

了东洋史教育的现实意义。那珂说，日本的军队之所以能在甲午战争中取胜，是因为日本的参谋本部事先

深入研究了“东洋之地理”。战争结束后，日本商人要到中国去从事贸易活动，也需要了解邻国的历史和

地理，此乃“实用上的需要”。他还强调，日本人不仅要熟悉中国和朝鲜的地理，还应当广泛了解西伯利

亚、越南、印度等欧洲殖民地的情况，这样方能“握东洋之霸权，为文明之先导者，合东洋诸国以当欧罗

巴人之势”。⑥《东洋地理历史讲义》中涉及许多“实用”知识，从中国大陆的山川地理、政治军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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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那珂東洋小史》是依据日本政府文部省《中学校教授要目 東洋历史》编写的教科书，由大日本图书出版社于 1903 年 1 月出版。由于该书

篇幅过大，只在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预科）使用。同年 12 月，那珂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简缩版《那珂東洋略史》。该书在

1904 年通过了文部省的教科书检定，被许多中学采用为中学东洋史课程的教科书。

②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卷 1，《首篇·総論》，東京：大日本図書，1888 年，第 4−6、38 页。

③那珂通世：《那珂東洋小史》，東京：大日本図書，1903 年，第 48、67、87 页。

④前引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卷 4，第 44 页。

⑤前引那珂通世：《那珂東洋小史》，第 184 页。

⑥那珂通世：《東洋地理歴史講義》第一讲《総論》，《大日本教育会雑誌》第 162 号，1895 年 2 月，第 2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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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到北方民族征服和统治中原的历史变迁，而不再出现《支那通史》中有关先秦诸子、汉魏学术和唐诗

宋词的内容。作为一个熟读中国典籍的历史学家，那珂清楚地意识到，东洋史可以为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军

事扩张提供有用的知识。

正是上述中国观的变化，使那珂最终放弃了《支那通史》的写作。《支那通史》原来计划写七卷，跨

越上古到明清的数千年时间。但是，只出版到第三卷蒙古灭南宋便戛然而止了。按照桑原的说法，《支那

通史》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那珂写到元代部分时，由于“元史资料多缺漏”，便着手点校《元史》《元

朝秘史》《蒙古源流》，进而将学术方向转向了蒙古史研究。①桑原此说一直影响至今。②但是，从上文

对甲午前后那珂历史叙事的分析看，《支那通史》之所以止于南宋而搁笔，固然有史料不足等客观原因，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历史意识的变化这一主观因素。甲午战争后，那珂放弃《支那通史》以王朝更

替为核心的中国史框架，将中国历史置于“东洋”诸民族“争天下”的空间格局之中。那珂奠定的这一叙

事框架构成了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的基本格局，影响了几代人。

那珂东洋史构想最初的成果，是由那珂亲自校阅、由他的弟子桑原骘藏编写的《中等东洋史》

 （1898 年）。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民族兴衰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这成为后来出版的许多东洋史通

史所模仿的对象。桑原将东洋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期（又称“汉族膨胀时代”，太古到东周末年）；中

古期（又称“汉族优势时代”，秦汉到唐末）；近古期（又称“蒙古族最盛时代”，契丹北宋到明末）；

近世期（又称“欧人东渐时代”，清初到甲午战争）。除了欧亚对抗的“近世”期以外，其它三个时期的

叙事都以“东洋诸民族”逐鹿中原的历史演进为主轴。在桑原笔下，“东洋”是 “东方亚细亚”各民族相

互对抗、角逐之场，登场者都有参与“争天下”的资格。而近世期的“东洋”，则是在欧洲势力出现之后

形成的“东洋”与“西洋”（欧洲列强）的对抗空间。《中等东洋史》不是一部普通的教科书，其意义在

于它打破了中国正史以中国为“天下”为中心的华夷叙事框架。也正因为如此，宫崎市定称桑原的《中等

东洋史》是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的奠基之作③。

东洋史学是在欧洲近代史学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新的史学分支④。在明治时期，日本先后出现过两个主

要的近代史学流派，一个是英法启蒙史学影响下的文明史学，以福泽谕吉和田口卯吉为代表；另一个是德

国兰克史学影响下的实证史学，又称学院派史学，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日本的实证史学传统可以追溯

到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德国人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里斯毕业于柏林大学，1887 年受明治政

府之邀来到日本，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值得注意的是，里斯不仅传授了兰克史学的史料考证方

法，还带来了当时欧洲新兴的“民族”史学。他告诉学生们，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揭示“民族共同体”如

何演变为民族国家之过程。⑤东洋史学兼具兰克史学的文献学方法和民族史学的特色。里斯的第一个弟子

白鸟库吉（1865−1942）后来成了日本东洋史学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匈奴、鲜卑、西夏等周边民族的研

究。白鸟和他的后继者们继承江户以来的汉学传统，擅长利用汉文史料，同时还吸收欧洲东方学的方法，

利用突厥语、契丹语、蒙古语、满语等多种语言文献，在塞外史、西域史和东西交通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果。

正如那珂在提议创设中学东洋史时所设想的，“南北问题”即华与夷、汉与非汉的关系问题，成了战

前日本东洋史学的中心课题。在“南北问题”上，白鸟库吉经历了从华夷叙事到民族叙事的转变。白鸟早

年认为，与北方勇猛的“戎狄”为邻，是汉族最大的不幸。汉族为了防御“戎狄”，被迫长期处于防卫地

位，故而形成了保守的习性⑥。然而，白鸟在 1926 年发表的《东洋史上的南北对立》一文中改变了他早

作为隐喻的空间

 

①桑原隲蔵：《『那珂通世遺書』を読む》（1916 年），《桑原隲蔵全集》第 2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8 年，第 374 页。

②如那珂的传记作者窪寺纮一即采用桑原此说。参见窪寺纮一：《東洋学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時代》，東京：平凡社，2009 年，第 224 页。

③《宮崎市定全集》第 2 卷《自跋》，東京：岩波書店，1992 年，第 339 页。

④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分别于 1907 年和 1910 年成立了东洋史学科。

⑤Ludwig Riess, 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 Being 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Literature College of th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Fusambo, 1899, pp. 2-6.

⑥白鳥庫吉：《戎狄が漢民族の上に及ぼした影響》（1901 年），《白鳥庫吉全集》第 8 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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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上“汉”与“北狄”两大势力一兴一废，导致了周边势力的聚合集散。五胡十六

国、南北朝、清代皆为北压倒南。而在汉族势力强大、防御坚固的汉代与唐代，北方民族在中原王朝的威

势下向东西扩散，其势力波及到朝鲜半岛、中亚乃至欧洲。近代欧洲势力出现后，英俄两国分别在南方和

北方扩展势力，形成了亚洲史上新的南北对立①。在白鸟的笔下，南与北、中原与周边、汉与非汉，这些

参与争天下的“行为者（actor）”在竞争的漩涡中有生有灭，有沉有浮。白鸟论述汉与非汉之间的势力消

长的视角，与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颇为相似。

日本东洋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耐人寻味。宫崎在《东洋的朴素主

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 年）一书中，借用卢梭批判欧洲近代文明的“野蛮人/文明人”的二元对立

概念，对中国传统的华夷叙事进行了反叙事。宫崎将卢梭的“野蛮人”改为“朴素民族”，以取代中国正

史中的“夷狄戎蛮”，他所说的“文明社会”指的是中原的汉民族和汉文化。宫崎认为“朴素民族”敏于

行动、富于意志、刚强、集体主义，而“文明人”则理智、缠绵、柔弱、个人主义。②宫崎指出，中原地

区的汉族由于文明高度发达而陷入颓废，病入膏肓，周边的“朴素民族”一次又一次进入中原地区，给衰

老的中原文明注入了活力。然而，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沉湎于中原奢华的“文明生活”，好逸怠武，最

终被其他“朴素民族”消灭。同为东洋“朴素民族”的日本，近代以来因吸收欧洲的科学文明，而肩负着

 “东洋社会”的未来③。

比较白鸟和宫崎关于“南北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到，白鸟与那珂、桑原一样，否定儒家传统的以中国

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将“东洋诸民族”的关系描述为汉与非汉、农耕与游牧两大势力相互角逐的

关系。在白鸟的“国际关系”视野中，南与北、汉与非汉之间是“对等”关系。而宫崎则从文明史的角度

探讨“东洋”空间中的南北问题，将北方勇武刚强的“朴素民族”置于南方病入膏肓的“文明社会”之

上。宫崎“反转华夷”的历史叙事，将那珂以来的东洋史叙事框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战前的东洋史重

重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么，作为一个地域概念，“东洋”所内涵的诸如“南”与“北”之间具有怎样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呢？宫崎市定在晚年对东洋史做了如下概括：

　　在精神上，东洋史完全不同于支那史。虽然支那史在东洋史中十分重要，因而在东洋史的叙述中中国史

所占的比重最大，但是，支那史以记述中国本身的历史为目的，而东洋史则以阐明东洋所有民族的命运为目

的。东洋史将东洋所有民族皆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得有高低之分。因此，即使东洋史在内容上以中国为

中心，其立场也有别于从前中国人以中国为内，以其他民族为外的立场，东洋史不过是客观地将中国视为物

理上的重心而已④。

虽然如上文所述，宫崎本人在汉与非汉之间，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持“完全平等”的态度，而是秉

持抑“华”扬“夷”的立场，但是，上面这段引文中包含着理解“东洋”空间的重要提示，即，东洋史将

中国从华夷叙事中的文化中心变为“物理上的重心”。东洋史将“民族”作为历史的主角，通过抬高塞外

民族的历史地位，实现了日本史学研究中的第一次去中国中心化。

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东洋史所呈现的“东洋”这一“民族”间相互竞争、对抗的政治空间里，一个又

一个“民族”轮番登场，但是，看不到它们之间在文化、社会、制度上有什么联系。在汉、匈奴、契丹、

突厥、蒙古、女真之间，除了“竞争”“对抗”“贸易”之外，没有像基督教之于欧洲、伊斯兰教之于阿

拉伯半岛那样的凝聚力和共性。虽然在文部省规定的东洋史教学大纲中，有“周之文物”“汉唐之儒学”

等标题，东洋史教科书中也涉及先秦诸子和汉唐等朝代的典章制度，但是，这些只是作为“东洋之物理重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2 Feb  2019

 

①白鳥庫吉：《東洋史に於ける南北の対立》（1926 年），《白鳥庫吉全集》第 8 卷，第 69−83 页。白鸟晚年在《東西交渉史上より観たる

遊牧民族》（1939 年）一文中，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参见《白鳥庫吉全集》第 8 卷）。

②宮崎市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1940 年），《宮崎市定全集》第 2 卷，第 9 页。

③宮崎市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1940 年），《宮崎市定全集》第 2 卷，第 114 页。

④《宮崎市定全集》第 2 卷《自跋》，第 340−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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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中国的文化，即汉文化，并不是整个“东洋”的制度文化。概言之，战前东洋史中的“东洋”，是

一个缺乏文化凝聚力的空洞的概念。所谓“东洋”，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其

中蕴含着日本与西洋展开博弈的政治隐喻。“东洋”既然是日本与西洋展开博弈的舞台，那么，在东洋史

的历史叙事中，日本自然也就不再像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文化视角中的日本那样，具有明

确的“东洋”归属了。

二、“东亚”概念

在近代日语中，“East Asia”有两个译词，一个是明治时期用汉字书写的“東方亜細亜”及其略称

 “東亜”。1887 年《朝野新闻》上刊载了一篇题为《西伯利亚铁路与东亚三国之关系》的文章，作者认为

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将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标题中的“东亚（東亜）三国”指日本、中国和朝

鲜。“俄国的主要目的在于军事，对日清韩三国之影响，亦在于军事”①。在这个用例中，“东亚”没有

文化含义，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随着日本军事扩张的加剧，1940 年前后，在政府和军部的推动下，“东

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成为舆论空间中最为醒目的字眼。此时的“东亚”范围由原先的日清韩三国

扩大到东南亚；而“大东亚”则涵盖了从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到太平洋西部、南部的广大地区。无疑，战

时的“东亚”或“大东亚”是政治概念，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秩序的表征。

 “East Asia”的另一个译词是用汉字和片假名书写的“東アジア”（东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的数年间，日本的报章中几乎不再出现以汉字表记的“东亚（東亜）”一词，代之而起的是“東アジ

ア”。“東アジア”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东亚”一词隐含着一种默契，即日本

在地理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都是“东亚（東アジア）世界”的一部分。西岛定生的“東アジア世界论”

 （以下称“东亚世界论”）则是这一新的认识在史学界的投影。

 “东亚世界论”是东京大学东洋史教授西岛定生在 1960−1970 年代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对战后日本

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日本战败后，许多知识人反思战前“皇国史观”下的日本史叙事，努力将日

本史置于东亚这一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之中来理解。1948 年，东京大学年轻的东洋史学者前田直典

 （1915−1949）提出，在近代以前，中国和印度各自构成一个“世界”，中国世界就是东亚世界，在地理

上包括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和越南。前田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朝鲜和日本彼此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

 “文化圈”。先进的中国是东亚的中心，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东亚各地区古

代史的终结在时间上是相互关联的③。前田的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前田关于应该将日

本史置于东亚历史的脉络之中的观点，开启了战后日本“东亚史”研究的大门。西岛定生在日本战败前就

开始与前田密切交往④，在思想上受到前田的影响，他的“东亚世界论”正是在前田“东亚世界”构想的

基础上提出的。

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是在“安保斗争”这一巨大的时代洪流下诞生的。1951 年 9 月 8 日，日

本政府与英美等 49 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同一天，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一

条约使美军在日本的驻留获得了法律依据。此后，日本知识界、学生和社会各界为争取国家独立、反对将

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 1960 年和 1970 年为反对延长日美

作为隐喻的空间

 

①《シベリア大鉄道と東亜三国との関係》，《朝野新聞》（1887 年 8 月 12 日、13 日），芝原拓自等編：《対外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第 12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8 年，第 244 页。

②西岛定生于 1939 年考入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师从加藤繁与和田清，专攻中国古代史。1951 年和田清退休后，西岛接替和田，在东大东洋

史学科执教三十年，直至 1981 年退休。西岛著有《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構造−二十等爵制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61 年）等多部

著作。

③前田直典：《東アジアに於ける古代の終末》，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年。同年 5 月，前田在历史学研究

会（历研）全国大会上做了题为《东亚史的关联性与发展性》的发言，批判以往的研究轻视日本、中国和朝鲜社会的发展，以及三者的历

史关联（参见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

④《西嶋定生博士略年譜·著作目録稿》，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论文集編集委员会編：《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論文集 東アジア史の展開と日

本》，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年，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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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条约而进行的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为了提高民众的历史认知，形成“自主的世界史像”，

一桥大学西洋史教授上原专禄（1899−1975）召集西岛定生等学者编写世界史教科书，于 1960 年出版了《日

本国民的世界史》一书。上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现代日本面临着社会现实及构成这些现实的实际问

题，尤其是社会的民主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尤为重要的世界和平与亚洲、非洲的独立问题”。

 “和平共存、完全废除军备作为现实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日本来说，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与亚洲诸国的协作，尤其是解决日中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基于上述对世界史的认识，才能充分理解”①。所

谓“解决日中关系问题”，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日美安保条

约、要求与中国建交，上原鲜明的“反美亲中”立场，也反应了作为该书作者之一的西岛定生的政治态度。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历史叙事的特点，在于将近代以前的世界分为相互独立的“东洋文明圈”和

 “西洋文明圈”。作者们一改明治以来以埃及、希腊、罗马为起点的世界史叙事传统，将“中国文明的形

成和以它为中心的东亚历史的展开”作为全书的开头。其理由是：“我们日本人的历史，是东洋文明圈的

历史”②。以“文明圈”为单位的世界史认识、对中国文明的重视，尤其是强调日本属于“东洋文明圈”

的一部分③，这些构成了西岛理论的重要支柱。

1962 年，西岛定生发表了题为《六−八世纪的东亚》的论文。西岛在这篇文章里指出，离开日本对佛

教、律令制度、学术工艺等中国大陆文化的接受，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六−八世纪的日本会从一个以氏族制

度为基础的贵族联合国家过渡为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在西岛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体现中国王朝与周

边国家之国际关系的政治体制”，即“册封体制”④。此后，西岛将其理论逐渐深化，于 1973 年发表《东

亚世界的形成与展开》一文，对“东亚世界论”做了系统阐述。西岛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要点⑤。

　　第一，在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一体化之前，存在着若干个地域世界，“东亚世界”是其中之一。“东亚世

界是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是在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领域、历史世界”。它有着“自成一

体的历史，换言之，有其自身固有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就是汉字文化或中国文化。

　　第二，“东亚世界”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它们有四个共同的文化现象：汉字、儒

教、佛教和律令制度。除佛教外，其他都起源于中国文化。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也是以汉译佛典为经

典的大乘佛教。以上四个共同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汉字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

　　第三，“东亚世界”是一个一元化的政治世界，它以“册封体制”，即中国王朝和周边势力之间的册封

−朝贡关系为基础。中国皇帝将官爵赐予国内的功臣、贵族，以及周边民族的首长或国王，由此形成以中国

皇帝为中心的身份秩序，因此，册封−朝贡关系是中国王朝内部的政治身份秩序向外部延伸的结果。周边国

家和中国皇帝通过册封−朝贡关系，各自对内强化统治，对外显示权威。

　　第四，10 世纪初唐朝灭亡后，渤海和新罗也随之灭亡，越南则出现了独立政权。至此，以中国王朝为中

心的国际政治秩序走向了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经济交易圈。东亚世界从原先的政治世界变成了经济和文化世

界，宋代学术和艺术的高度发展，使中国成为东亚世界的文化中心。明代恢复了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

制，并与戡合贸易体制相结合，形成了统一的海陆交易网，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清代。19 世纪中叶欧洲势力

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东亚世界的崩溃。

西岛的“东亚世界论”堪称战后日本关于东亚历史的宏大叙事框架，其意义首先在日本史研究领域，

因为它打破了战前“皇国史观”下将日本孤立于亚洲之外的历史叙事。西岛从“东亚史”视角对日本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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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原专禄主編：《日本国民の世界史》，東京：岩波書店，1960 年，第 17 页。

②前引上原专禄主編：《日本国民の世界史》前言，第 9−10 页。

③从该书《统一帝国的再现与东亚文明圈的完成》一节中，读者可以了解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唐代的律令制度和唐代文化的特征，还可以

了解日本从贵族联合政权向天皇制中央集权的过渡，以及高句丽、渤海、新罗的兴衰，都是“以唐为中心的律令国家群”相互关系的产

物。前引上原专禄主编：《日本国民の世界史》，第 46−54 页。

④该文在 1983 年收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时，改名为《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六一八世紀の東アジア》，《西

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 3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2 年，第 5、8 页。

⑤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展開》（1973 年），《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 3 卷，第 6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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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形成与变迁做了如下概括。从公元 1 世纪东汉光武帝时起，日本列岛的政权就主动接受了中国王朝

的爵位，成为“东亚世界”的一员。即使在中国大陆政治局势陷入混乱的南北朝时期，倭国的五位国王仍

然向南朝诸国朝贡，接受了封爵。在隋唐时期，日本脱离了对中国的臣属关系，保持了“不臣之客”的地

位。同时，大和王朝模仿隋唐“世界帝国”，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小帝国”。因此，与朝鲜半岛的

诸国家相比，日本更热衷于接受中国的律令制度。唐末的政治动荡导致了册封体制的崩溃，但是，日本等

周边国家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经济和文化往来。14 世纪明王朝建立后，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维持与

中国的贸易关系，接受了永乐皇帝“日本国王”的封号①。

从“东亚世界论”的理论构想和“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史认识来看，在西岛定生的历史思考中，中国

和中国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西岛在论述“东亚世界论”时，多次提到“东亚文化就是中国文化”，

 “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世界”。西岛在 1974 年发表的一篇回忆老家的文章中，以儿时在乡村耳

闻目睹的“唐锹”“唐臼”“唐辛子”“唐黍”等为例，强调“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的传播，其范围十分

广泛，不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还进入了民众的生活之中②。西岛对中国抱有特殊的感情，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之间恢复人员往来后，西岛一共 27 次访问中国。从东京大学退休以后，仅

1982 年一年就 4 次访华，最后一次以 71 岁高龄还攀登泰山、参观曲阜的孔林。

从战后日本的社会、政治尤其是国际环境看，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具有对抗美国主导的战后国

际秩序、寻求日本自主外交的时代色彩。在“东亚”这一地域概念中，凝聚着战后日本知识界对日本“回

归亚洲”的现实期待。但是，不应该将西岛理论仅仅视为西岛个人或战后日本知识界一部分人“亲中反

美”的政治倾向的产物。汉字和以汉字为表征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列岛后，经过长达千年以上的积淀，早

已融入列岛的社会和文化之中。其时间之久远、影响之深刻，远非近代以后才大举进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可

比。在这一点上，同样被西岛归入“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和越南，也不例外。

西岛理论问世后，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催生了东亚史这一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有关

 “东亚”历史的研究著作、论文可谓汗牛充栋，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东亚研究中心并发行期刊，冠

以“东亚”字样的学会和研究会、研讨会更是不胜枚举。翻开各类以日本历史为题材的“通史”或“讲

座”书籍，从古代、中世到近世、近现代，几乎各个时期，“东亚与日本”或“东亚中的日本”等标题比

比皆是。正如西岛理论的批评者、日本古代外交史研究者山内晋次所言：“西岛对东亚世界的理解，尤其

是他的册封体制论，依然对日本古代史研究（或者说整个日本史研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③。

在为数众多的东亚史研究者中，东洋史领域的滨下武志（1943−）和日本史领域的深谷克己（1939−）

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分别从各自的领域对西岛的“东亚世界论”进行了理论扩展。滨下在研究东亚

近代贸易问题时，不同于以往的“冲击−反应”学说重视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而是探讨前近代以中国为中

心的东亚、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对 19 世纪以后这一地区贸易活动的影响，提出了“朝贡贸易体制”论。滨下

认为，在 19 世纪西方势力出现之前，东亚和东南亚曾经出现过由“宗主−藩属”构成的朝贡体系和朝贡贸

易。从汉代至清代，尤其是 14−20 世纪初的东亚，形成了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朝贡关

系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宽松而统一的统治关系，它并不局限于双方互派使节的“册封−朝贡关系”，还包括

体系成员之间的对等交往④。这一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岛理论的“单行道”特征−强调中国对周

边的单方面影响。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滨下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近代贸易，但是，在“东亚”这一概念框

架下，他得出了与西岛相同的结论，即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

和西岛一样，滨下也认为不应该将册封−朝贡视为“对外关系”，而应该将其视为中华帝国内部中央−地方

作为隐喻的空间

 

①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と展開》（1973 年），《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 3 卷，第 86−93 页。

②西嶋定生：《日本の中の中国文化−生家の想い出から》，《西嶋東アジア史論集》第 4 卷，第 387−390 页。

③山 内 晋 次 ：《 日 本 古 代 史 研 究からみた 東アジア 世 界 論−西 嶋 定 生 氏の 東アジア 世 界 論を 中 心に》，《 新しい 歴 史 学のために》

230·232 合刊号，1997 年，第 11 页。

④滨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前言，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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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延续①。

日本近世（江户时代）史学者深谷克己，从思考“东亚何以成为东亚”“日本在什么意义上属于亚

洲”入手，提出了“东亚法文明圈”概念。深谷认为，近代以前的东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史学研究者应

该致力于探究东亚国家和社会的共同特性。他认为，东亚文明发源于“先秦古典”时代，中华王朝好比是

 “大光源”，周边的王朝则好比是“小光源”，大小光源相加，构成了古代东亚的“法文明圈”②。深谷

还总结出“东亚法文明圈”的 11 个“共同分母”：（1）汉字与本地文字相结合的信息传播；（2）以儒释

道为基础的普遍的、具有本土性的超越性观念；（3）借用老庄思想的对心法的尊重；（4）重视五常、慈

爱、功过的伦理观念；（5）崇尚仁政德治的政治道德；（6）祈求太平无事的和平观念；（7）相对于国家

的“百姓”之“公民”身份；（8）主张均田、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思想；（9）富贵余庆的幸福观念；

 （10）区分良（士农工商）贱的身份制度；（11）以华夷、事大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③。深谷克己从另

一个角度对西岛的“东亚世界论”进行了理论修正。较之西岛定生强调中国对周边单方面影响不同，深谷

克己的“大光源”“小光源”理论描绘了“东亚世界”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西岛的“东亚世界论”、滨下的“朝贡贸易体系论”和深谷的“东亚法文明圈”论，从政治、文化、

经济、法律和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论述了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内部的相互关联。与战前

东洋史中的“东洋”不同，“东亚”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汉字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的基

础上构筑的空间概念。以西岛理论为契机，历史上的“东亚”成为一个具有内部同一性的空间。战后半个

多世纪以来，“东亚”作为一个地域空间概念，其使用范围已经远远越出学术领域，进入了高中历史课

本④。通过历史教科书，“东亚”已经成为日本人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概念。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

问世以后，在日本学界也不乏批评之声⑤。批评者大多是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指出西岛理论的不足，对于

西岛提出的“册封体制”或“东亚世界”“东亚文明圈”等概念框架，基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概言之，西岛的贡献在于将“东亚”这一地域概念导入史学研究领域，将积淀于日本、朝鲜半岛和越

南历史文化中的中国要素，扩展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共同的文化要素。西岛理论的不足之处，

则在于过分强调中国王朝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西岛称之为君臣关系。无

论是政治视角下的“册封体系”，还是文化视角下的“东亚文化圈”，展示的都是一条由中国通向周边的

 “单行车道”。如后文所述，“东亚世界论”明显的“中国中心”取向，成为西岛理论近年在日本学界受

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其次，在西岛的“东亚世界论”中，“东亚世界”的成员必须具备汉字、儒教等四项

指标。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空间上的问题：“东亚世界论”无法涵盖中国“北边、西边”的游牧、采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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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滨下指出，中央和各省的关系向四周扩大，构成了由“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构成的中心−周边关系。滨

下认为，这是一个以东亚为中心、包括东南亚、东北亚、中亚、西北亚，以及印度经济圈在内的有机的朝贡贸易体系。参见滨下武志：

 《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第 26−27 页。

②深谷克己：《東アジア法文明圏の中の日本史》，東京：岩波書店，2012 年，第 40−41 页。

③深谷克己：《東アジア法文明圏の中の日本史》，第 46−50 页。

④1999 年，在日本文部省颁发的高中指导要领（世界史 A）的《东亚世界》部分中，赫然写着下面一行文字：“涉及东亚世界的风土与各民

族、汉字文化、儒教、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制，把握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世界的特质”。并在教学注意事项中特地强调：“应该明确地

将日本置于东亚世界之中”。《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1999 年 3 月）第二章，参见日本文部科学省 HP（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cs/
1320151.html）。

⑤在西岛提出“册封体制论”的第二年，东洋史研究者堀敏一（1924−2007）在该年度“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指出，“册封”概念无法涵盖

中国王朝与突厥、回鹘、吐蕃等“北边、西边”民族的关系。参见堀敏一：《東アジアの歴史像をどう構成するか−前近代の場合》

 （1963 年），《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私の中国史学（二）》，東京：汲古書院，1994 年，第 113−132 页。鬼头清明批评西岛关于

644 年唐太宗远征高句丽的原因在于高句丽破坏了册封关系的论点，认为唐朝出兵乃是由于唐在北方战胜了突厥和吐谷浑，控制北方局势后

得以解决高句丽问题。他强调决定东亚国际关系的不是名分上的册封关系，而是各国内部的权力关系。参见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の

形成と東アジア》，東京：校仓書房，1976 年，第 113−114 页。山尾幸久批评西岛“从中国王朝形式上、名义上的政治理念出发，片面地

理解国与国之间相互的、现实的政治关系”。参见山尾幸久：《戦後歴史学の古代東アジア史認識》，西川长夫·中原章雄編：《戦後価

値の再検討》，東京：有斐阁，1986 年，第 160 页。李成市认为西岛只关注中国文化向新罗、日本等周边国家的传播，不重视东亚文化圈

内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他根据朝鲜半岛的出土资料，认为新罗通过高句丽间接地接受了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汉字文化。参

见李成市：《東アジア文化圏の形成》，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年，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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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地区。因此，严格说来，西岛理论中的“东亚”并不包括中国的“非汉”地区，其空间范围显然小于

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东亚”。

三、“东部欧亚”概念

 “东部欧亚”（Eastern Eurasia）指欧亚大陆的东部，由“Eurasia”一词延伸而来，①日语译为“東部

ユーラシア”或“ユーラシア東方”。据笔者所见，在日本最早使用“东部欧亚”概念的是环境史研究者

上田信。上田认为，以云南大理为圆心，历史上形成了包括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东南亚、日本、乃至印

度、中亚和俄罗斯南部等地在内的广阔的“东部欧亚”生态圈和交易圈②。近年日本史学界流行的“东部

欧亚”概念，在研究取向上更多地受到蒙古史研究者杉山正明的影响。1997 年，杉山将匈牙利裔美国学者

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的“Central Eurasia”概念引介到日文世界③，提出了“中央欧亚

 （中央ユーラシア）”概念，其范围大致包括北亚、中亚、西藏、阿富汗、印度西北部、欧亚大陆西北

部、俄罗斯、东欧部分地区、伊朗、叙利亚、红海沿岸的“干旱地带”④。

目前日本学界关于“东部欧亚”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或曰包括日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东亚”及其

周边的海域世界，加上由包括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在内的中亚构成的广袤的历史世界（山内晋次）⑤；或

曰“帕米尔以东的欧亚大陆东部”（森部丰）⑥；或曰“帕米尔高原以东”，包括没有进入西岛定生“东

亚世界”范围之内的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广濑宪雄）⑦；或曰“从东亚到中亚”（菅沼爱语，菅沼秀夫）⑧，或

曰东起帕米尔以东，西至印度、波斯、阿拉伯半岛（鈴木靖民）⑨。有些研究者将日本排除在“东部欧

亚”之外，如阿部幸信认为，“东部欧亚”是“构成中国核心部分的半封闭的空间”，西起青藏高原，北

至蒙古高原，东至太平洋⑩。古松崇志将“欧亚东方”的范围界定为帕米尔以东，具体包括中国、朝鲜半

岛、西伯利亚东部、蒙古高原、印度支那半岛⑪。显然，日本也不包括在“东部欧亚”之内。近年有关

 “东部欧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史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明治以来的塞外史，尤其是“南

北问题”研究的延续或扩展⑫，另一类是日本古代外交史研究，从以往“东亚”框架中重视倭国/日本与中

作为隐喻的空间

 

①“Eurasia”是“Europe”与“Asia”的合成词，意指欧亚大陆。地理学上一般以乌拉尔山脉为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但是，欧亚大陆如何划

分东部和西部，在地理学上尚无定论。“Eurasia”这一概念由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俄国知识分子于 1920 年前后提出。他们反对将俄国划

分为先进的欧洲部分和落后的亚洲部分，认为这是欧洲中心的俄罗斯认识，他们以 Eurasia 概念强调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在历史、文化、

自然景观上的整体性，由此建立俄罗斯认同。参见浜由树子：《“ユーラシア”概念の再考−“ヨーロッパ”と“アジア”の間》，《

ロシア·東欧研究》第 37 号，2008 年，第 19−20 页。

②参见上田信：《東ユーラシアの生態環境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6 年。

③“Central Eurasia”在空间上与以往西方学者使用的“Central Asia”或“Inner Asia”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塞诺认为“Central Asia”或

 “Inner Asia”是欧洲/亚洲二元对立的产物，而“Central Eurasia”则是一个对抗欧洲中心叙事的地域概念。Denis Sinor, Introduction à I ’ étude
de l ’ Eurasie Central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3. 参见丹尼斯·塞诺：《论中央欧亚》，《丹尼斯·塞诺内亚论文选》，北京大学历史

系民族史教研室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④杉山正明：《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歴史構図−世界史をつないだもの》，《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第 11 巻，《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

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第 3−10 页。

⑤山内晋次：《九世紀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の変貌−日本遣唐使関係史料を中心に》，古代学协会編：《仁明朝史の研究−承和転換期

とその周辺》，京都：思文阁出版，2011 年，第 4 页。

⑥森部丰：《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 年，第 1 页。

⑦广濑宪雄：《古代日本外交史−東部ユーラシアの視点から読み直す》，東京：講談社，2014 年，第 33 页。

⑧菅沼爱语、菅沼秀夫：《七世紀後半の“唐·吐蕃戦争”と東部ユーラシア諸国の自立への動き−新羅の朝鮮半島統一·突厥の復興·

契丹の反乱·渤海の建国との関連性》，《史窓》第 66 号，2009 年 2 月，第 3 页。

⑨鈴木靖民：《古代日本の東アジア交流史》，京都：勉诚出版，2016 年，第 406 页。

⑩阿部幸信：《東部ユーラシアの環境と多様性》，吉泽诚一郎编：《歴史からみる中国》，東京：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13 年，第 28−29 页。

⑪古松崇志：《10−13 世紀多国併存時代のユーラシア（Eurasia）東方における国際関係》，《中国史学》第 21 号，2011 年，第 121 页。

⑫如前引森部丰《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2010 年）。《アジア遊学》（京都：勉诚出版，2013 年）第

160 号（2013 年 1 月）为《契丹（辽）与 10−12 世纪的东部欧亚》特辑号，收录了有关契丹文字、官制、外交等方面的 26 篇论文；菅沼爱

语：《7 世紀後半から8 世紀の東部ユーラシアの国際情勢とその推移−唐·吐蕃·突厥の外交関係を中心に》（广岛：渓水社，

2013 年）；铃木靖民、金子修一編：《梁職工図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京都：勉誠出版，2014 年）；福岛惠：《東部ユーラシアのソグド

人−粟ソグド人漢文墓誌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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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朝的关系（尤其是日−唐关系），转向重视日本、新罗、百济、渤海等国的相互关系，以及日本与

 “东部欧亚”内陆地区间人员与物资的移动①。

为何在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史学界会出现“东部欧亚”研究热？“东部欧亚”研究与战后的东亚

史、战前的东洋史有何关联？这两个问题是彼此相关的。我们有必要先看第二个问题，因为“东部欧亚”

研究是以否定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否定战后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亚”框架为前提的。如前所

述，西岛理论在 1960 年代初问世之后，就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过批评。但是，论者对于西岛的理论框架基

本上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进入 21 世纪后，不但西岛理论的两个支柱“册封体制论”和“东亚文明圈”学说

受到批判，连“东亚”这一地域空间概念也受到了质疑。

近年日本学界对西岛理论的批评，来自东洋史和日本史两个领域。2005 年，东洋史研究者杉山正明批

评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东亚文化圈”学说夸大了唐朝的影响，是日本人对汉字文化圈“片面的构

想”，不符合历史事实。杉山认为，从安史之乱至五代大约二百年间，从草原世界到亚洲东部地区进入了

 “分权化”和“多极化”时代。研究者们在考察唐代到两宋六百多年的历史时，必须摆脱以往的“中华”

框架，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史的脉络之中。他还批评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纵向”，即中国与北方民族的

关系，认为不应该将辽、金、元纳入中国史框架，而应该纳入“中央欧亚史”（Central Eurasian History）

的框架之中。②杉山的论点在东洋史和日本史领域都产生了反响。东洋史研究者古松崇志提出，不应该将

契丹、西夏和金作为“东亚”历史的一部分，而应该从中国史和中央欧亚史两个角度研究契丹、西夏、金

与宋朝的关系，因为三者“都是由多个种族集团构成的以游牧部族集团的军事力量为核心的中央欧亚型

国家”③。

对西岛理论最激烈的批评来自日本古代外交史领域的两位研究者。2010 年，山内晋次在历史科学协议

会第 44 届全国大会上，以《“东亚史”再考：从日本古代史研究的立场出发》为题发言，对西岛的“东

亚”框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西岛的东亚世界论“在理论形成、时代背景和实证方面都存在局限性，需

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西岛的“东亚”概念更是“常常令人感到局促”。他一方面肯定以往的学者将日

本历史置于“东亚”框架之中，从而摆脱了“国史”式研究的局限，但是，他批评以往与“东亚史”相关

联的日本史研究视野狭窄，往往仅限于日、中、朝三个国家，与日本中世纪形成的“天竺、震旦、日本”

三国史观一样，是“局促的新三国史观”。他主张应该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包括东亚、东北亚、北亚、中

亚、东南亚在内的“东部欧亚”④。

同年，广濑宪雄在 2010 年度历史研究会全国大会古代史分会上做了题为《东亚世界论的现状与展望》

的报告，对西岛理论提出了三点批评。第一，“空间上的局限”，批评西岛理论未能涵盖对抗中国王朝的

北方和西方势力。第二，“时间上的局限”。认为西岛理论主要以中国王朝强盛的隋代和唐代前半期为对

象，未能涵盖唐代后半期、五代和宋辽金元时期。第三，“周边主体性”的缺失。批评西岛理论重视中国

对周边的影响，轻视了周边势力的主体性。广濑认为，西岛理论的核心是中国王朝与周边诸势力之间的君

臣关系（册封体制），这是西岛理论的“结构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考察“以非君臣关系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2 Feb  2019

 

①如广濑宪雄：《倭国·日本史と東部ユーラシア− 6−13 世紀における政治的連関再考》（《歴史学研究》第 872 号、2010 年 10 月）；

山内晋次：《九世紀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の変貌−日本遣唐使関係資料を中心に》（古代学协会编《仁明朝史の研究−承和転換期と

その周辺》，思文阁出版，2011 年）；皆川雅树：《日本古代の外交交易と“東部ユーラシア”》（《歴史学研究》第 885 号，2011 年

10 月）；广濑宪雄：《古代日本外交史−東部ユーラシアの視点からの読み直す》（東京：講談社，2014 年）；铃木靖民：《東部ユー

ラシア世界と東アジア世界−構造と展開》，铃木靖民著《古代日本の東アジア交流史》第 6 章，京都：勉诚出版，2016 年，等等。

②杉山正明：《疾走する草原の征服者−遼、西夏、金、元》，砺波护等编：《中国の歴史》第 8 卷，東京：講談社，2005 年，第

26−27、74 页。

③古松崇志：《10−13 世紀多国併存時代のユーラシア（Eurasia）東方における国際関係》，《中国史学》第 21 号，2011 年，第 121 页。

④山内晋次《“東アジア史”再考−日本古代史研究の立場から》，《歴史評論》第 733 号，2011 年 5 月，第 40−41、45 页。村井章介也

批评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是一个“僵硬的框架”，他认为人们在进行日本史研究时，应该根据各自的问题意识，设定“伸缩自在”的

地域概念。参见村井章介：《“地域”と国家の視点》，《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230·232 合并号，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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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等关系为重心的外交关系”①。

山内和广濑的意见在当今日本史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专修大学为例，该校社会知性开发研究中

心的附属研究机构东亚史研究中心于 2008 年启动了一项研究计划，名为“古代东亚世界史与留学生”。计

划开始的头一年就有人对“东亚”概念提出了质疑：“东亚世界这一研究框架究竟意义何在”？“东亚世

界史论是否有效”？显然，这两个问题的矛头都是指向西岛定生的。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中国王

朝在政治上关心的始终是中国的西边和北边，而非东边”。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能否将这些地区的历史

作为东亚史来叙述？又有人批判西岛定生将古代东亚世界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具有统一秩序的世界，认为

这是“中国中心主义”②。多数意见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应该局限于“东亚”，还应该关注“西边”和

 “北边”，而“东部欧亚”作为涵盖“东边”与“西边、北边”的地域概念，足以取代原有的“东亚”概

念。于是，2014 年，原先的“东亚史研究中心”的名称被改成了“古代东部欧亚研究中心”③。

概言之，近年日本史学界对西岛“东亚世界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西岛的“中国中心”取向，与此

相关，“东亚”这一空间概念，也在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受到了“东部欧亚”这一新的空间概念的挑战。

关于“东部欧亚”概念的“去中国中心”取向，山内晋次曾经明确地指出，西岛“东亚”框架的贡献在于

将日本史相对化，而“东部欧亚”研究则有助于将中国史相对化④。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何在进入 21 世纪后，日本学界会出现“东部欧亚”研究热？西岛

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在日本学术界受到质疑，除了学术因素外，还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东

亚”这一地域概念的位置颇为吻合。日本民主党在 2009 年上台前后，曾经试图改变自民党对美一边倒的外

交政策，加强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为此，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一时间“东亚”

地域主义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但是，民主党政权很快就在冲绳美军基地的迁移等问题上陷入困境，鸠山

宣布下野，民主党彻底放弃了外交上的初衷。在民主党政权后期，野田内阁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了

中日民间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对抗。日本内阁府 2015 年 10 月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不抱好感

的回答高达 80.7%，抱有好感的回答仅为 18.1%。与此相反，对美国抱好感的回答则高达 83.1%，不抱好感

的仅为 15.8%⑤。随着“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破灭、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日本的舆论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东亚”一词的出现频率大大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个地域概念−“亚太”。“亚太”是冷战

结束后美国为遏制东亚地域主义，维持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而提出的地域概念。一个是象

征中、日、韩三国联合的“东亚”，一个是象征日美同盟的“亚太”。这场概念之争已见分晓⑥。

2015 年 9 月，安倍政权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后，日美同盟关系进一步加强，“东亚”这一地域概念也从

日本的舆论空间中渐渐淡出了。学术界并非脱离现实的真空世界。正如当年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带

有 1960 年代安保斗争的时代氛围一样，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中，“东亚”这一地域概念日趋式微，呼

唤出史学界近年的“东部欧亚”研究热潮。

那么，宏阔视野下的“东部欧亚”研究是否能取代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成为 21 世纪史学研

究领域中新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呢？“东亚世界论”问世至今，已经时隔半个多世纪。如前所

述，“东亚世界论”重视中心（中国）对周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边”地区）的影响，而且主要适

用于具备汉字、儒教等四项指标的农耕地区，无法涵盖中国“北边、西边”的游牧、采集和狩猎区域。如

果研究者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对“东部欧亚”开展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能

作为隐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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ユーラシアの視点から読み直す》，第 23−28 页。

②饭尾秀幸：《古代東アジア世界史論をめぐって》，《専修大学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 6 号，2012 年 3 月，第 205−206、

208 页。

③饭野秀幸：《研究プロジェクトを開始するにあたって》，《専修大学古代東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 1 号，2015 年 3 月。

④山内晋次：《“東アジア史”再考−日本古代史研究の立場から》，《歴史評論》第 733 号，第 45 页。

⑤参见日本内阁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gai.html.

⑥中野聪：《“東アジア”とアメリカ−広域概念をめぐる闘争》，《歴史学研究》第 907 号，2013 年 7 月，第 20−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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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从整体上解释“东部欧亚”这一广大区域内农耕、游牧、狩猎、采集等多种社会形态间相互关联的概念

和理论，那么，“东部欧亚”势必能够取代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中的“东亚”概念。然而，目前看

来，东部欧亚论者尚未能提出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也未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令人信服的“东部欧亚”

历史图景。理由有三：

第一，关于西岛理论缺乏“北边、西边”视角的批评，堀敏一（1924−2007）在 1963 年就指出，西岛

的册封概念无法涵盖中国王朝与突厥、回鹘、吐蕃等“北边、西边”民族的关系。他认为，不同于亚述帝

国、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虽然本质上是统治与从属的关系，但是，其统治形

式表现为中国与周边松散的“羁縻”关系①。强调中原王朝对周边的“羁縻”式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回到

了中国传统的华夷叙事，也是对战前东洋史“南北问题”、即汉与非汉问题的反叙事。堀虽然将“东亚世

界”的空间范围扩展到历史上中国北边、西边的“非汉”地区，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既适用于“北

边、西边”的游牧、采集和狩猎地区、又适用于“东边”农耕地区的理论框架。近年一些论者常常援用堀

敏一的论点，批评西岛理论缺乏“北边、西边”视角。但是，却没有人批判堀的“中国中心”取向。他们

似乎没有意识到，堀强调中原王朝对周边的“羁縻”式统治，正是东部欧亚论者们反对的“中国中心化”

叙事。一些东部欧亚研究者关注中原王朝与“西方、北方”的外交关系，通过对外交文书以及相关资料的

分析，呈现了中原王朝与“西方、北方”势力之间的“非君臣关系”或“对等关系”的一些实例②。这些

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东亚外交史的理解，在学术上将以往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是，仅仅以这些实例，并不

能否定西岛理论在研究中国与“东边”农耕地区的政治、文化关系中的有效性，也未能描绘出“东部欧

亚”内部不同势力间互动关系的整体格局。

第二，东部欧亚研究强调“多元”与“关联”，具有全球史研究重视大空间、长时段、超越民族国家

范围、去中心化的特征。与西岛理论重视中国与“东边”关系不同，“东部欧亚”研究将视野扩展到“帕

米尔以东”，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在内的内陆和海域世界，关注“东部欧亚”这一广袤空间中人

员、物资和信息的流动，尤其重视地区间的相互关联。例如，菅沼爱语和菅沼秀夫通过 7 世纪下半叶唐朝

和吐蕃之间的数次战争，考察中国周边政权和民族的动向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强调新罗统一朝鲜半岛、渤

海国的建立、突厥和契丹的强盛对唐朝−吐蕃关系的影响③。山内晋次以“日宋贸易”中的硫磺贸易为

例，指出 11 世纪北宋王朝向日本大量采购硫磺，其直接原因乃是当时北宋正与西夏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为

了防范西夏的进攻，北宋制造了一百万支弓箭和火炮箭，而硫黄作为火药的主要原料，成为稀缺物资。北

宋同时还向朝鲜半岛、中亚和西亚地区购买了硫磺。山内认为，只有从“东部欧亚”而不是以往的“东

亚”视野，才能揭示围绕日本出产的硫磺而展开的生动的历史世界④。

如果将近年的“东部欧亚”研究置于日本东洋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的话，人们便不难发现，强调“多

元”与“关联”的全球史视角其实并不新奇。早在一百多年前，白鸟库吉等东洋史家就对“移动”和“关

联”十分关注。至于“多元性”即“去中心化”，更是贯穿东洋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如前所述，东洋

史反对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白鸟库吉等塞外史学者关注不同民族间为“争天下”而展开的

一次又一次角逐，将儒家传统的华夷叙事转化为“南北对抗”叙事；宫崎市定更是反转华夷，认为汉人社

会因文明发达而陷入颓废，需要周边的“朴素民族”注入新的活力。桑原《蒲寿庚事迹》（1923 年）描绘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2 Feb  2019

 

①堀敏一：《東アジアの歴史像をどう構成するか−前近代の場合》（1963 年），《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私の中国史学（二）》，

東京：汲古書院，1994 年，第 120−121 页。

②例如，山内晋次分析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 年）前后唐朝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指出唐王朝的对外交往有一个从高到低的序列，即“吐蕃

→突厥、突骑施→新罗→奚、契丹→渤海、南诏→护密、识匿、勃律、罽宾、日本”。这一序列说明唐朝对外政策的重心在与吐蕃、突

厥、突骑施等西方、北方国家的关系，其范围远远超出了西岛“东亚世界论”的视野。山内尤为重视吐蕃，他认为“与唐朝近乎对等”的

吐蕃是唐朝最强大的军事对手。除了第一代松赞干布以外，吐蕃的历代统治者无一接受唐朝的册封。吐蕃还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以自己为

中心的国际秩序。参见山内晋次：《日本古代史研究からみた東アジア世界論−西嶋定生氏の東アジア世界論を中心に》，《新しい歴

史学のために》230·232 合刊号，1997 年，第 14 页。

③菅沼愛語·菅沼秀夫：《七世紀後半の“唐·吐蕃戦争”と東部ユーラシア諸国の自立への動き−新羅の朝鮮半島統一·突厥の復興·

契丹の反乱·渤海の建国との関連性》，《史窓》第 66 号，2009 年 2 月。

④山内晋次：《“東アジア史”再考−日本古代史研究の立場から》，《歴史評論》第 733 号，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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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家族徂西向东移居中国，尤其是蒲氏家族在广州、泉州经商从政的轨迹，时间跨度由

唐初到宋元，研究领域涉及中外关系、东西交通、南海贸易、“番”汉通婚、沿海贸易政策等许多方面。

比之近年出版的两部以粟特人为题材的“东部欧亚”专著，在文献的发掘和研究的时空维度上仍胜一筹。①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为了强调中原王朝与西方、北方民族间的“非君臣关系”或“对等关系”，将

时间轴延展到唐朝后期、五代，尤其是中原王朝处于军事弱势的辽金宋时期，而将典型体现中原王朝与周

边“君臣关系”的明清两朝排除在外，将突厥消灭柔然后建立的转瞬即逝的政权（突厥可汗国，552−
583）称为“世界帝国”，而将盛唐时期视为为历史的“例外”②。这些立论因缺乏详实的论证而难以令人

信服，使人联想到“大东亚战争”背景下宫崎市定反转华夷的目的论式的研究。

第三，由于“东部欧亚”研究在选题上偏重于移动和外交意识，很少关心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往

往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简化为“关联”。以前文提到的山内晋次关于日宋硫磺贸易的研究为例，村井章介

认为，以物流为指标设定地域空间，必然会涉及到出产地和消费地。硫磺产地与“亚洲海域”在空间上相

一致，乃是偶然现象。这和研究 16 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时，必须将视野扩展到中南美地区是一样的③。强

调“关联”而罔顾形塑“关联”的动因，也是当今流行的全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之一。S. 康拉德在对全

球史研究进行评述时指出：“情势的重要性高于全球关联，若要理解关联本身，就必须全面了解这些情

势。换言之，交流有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种现象表明了促使交流活动得以发生的基本结构的转型”④。同

样，村井也提醒人们不应该忽视中国在各种“关联”中的中心位置，因为无论是“东亚”还是“东部欧

亚”“亚洲海域”，“都只不过是由于汉族文明压倒一切的存在而产生相互关联”的地域空间⑤。

近年来，随着日本史学界“东部欧亚”研究热不断升温，有人预言“东亚”这一概念在历史学界行将

失效⑥。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如果“东部欧亚”研究仅仅只是加深了人们对日本历史的理解的话，那么

它还不足以取代西岛的东亚世界论⑦。笔者要强调的是，由于缺乏对“关联”形成背后真正动因的分析，

 “东部欧亚”研究陷入了与战前东洋史相同的困境，即未能揭示“东部欧亚”这一广袤空间中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之间的共性。正因为如此，“东部欧亚”研究也就不足以动摇西岛提出的以汉字、儒教、汉传佛

教和律令制为共同指标的“东亚文化圈”理论。与“东洋”相比，“东部欧亚”概念的地理边界更为模

糊、更缺乏内部同一性、因而也更为空洞。由此可以预见，“东部欧亚”概念将难以取代史学研究中的

 “东亚”概念。

结 语

从本文围绕“东洋”、“东亚”和“东部欧亚”三个地域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到，自明治中期西方近代

史学传入以来，日本史学界经历了两次“空间转换”，并且在进入 21 世纪后，又出现了第三次“空间转

换”的趋势。第一次转换发生在明治中期东洋史诞生之时。东洋史叙事的主要假想敌是儒家传统的以中国

为“天下”中心的华夷叙事。东洋史中的“东洋”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是一个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他者”

概念。东洋史研究的核心是“南北问题”，即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游牧与农耕、汉与非汉的关系问题。

作为日本帝国对外扩张时代的“帝国知”，东洋史的历史叙事具有“重武轻文”的特征，它通过强调“东

洋诸民族”之间“平等”的竞争与对抗，颠覆了传统的华夷叙事。然而，东洋史中的“东洋”只是一个空

洞而模糊的概念，因为东洋史学未能揭示“东洋”空间中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共

性。空洞而模糊的“东洋”概念，象征着近代国际政治关系中日本与“东洋”和“西洋”间若即若离的关

作为隐喻的空间

 

①森部丰：《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10 年。福岛惠：《東部ユーラシアのソ

グド人−ソグド人漢文墓誌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7 年。

②前引广濑宪雄：《古代日本外交史−東部ユーラシアの視点から読み直す》，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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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熊谷公男：《倭王武の上表文と五世紀の東アジア情勢》，《東北学院大学論集　歴史と文化》第 53 号，2015 年 3 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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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日本自诩为“东洋之盟主”，肩负着率领亚洲国家抗拒“西洋”侵略的使命；而日本的“盟主”地位

又来自明治维新后以“西洋”为榜样的“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从东洋史诞生之日起，日本就被置于一

个尴尬的位置：亦是东洋，亦非东洋。

日本史学史上的第二次空间转换发生在 1945 年日本帝国崩溃之后。昔日的“盟主”意识在炮火的余烬

中灰飞烟灭，战后的日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使命：结束外国军队在日本的驻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

立。“回归亚洲”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拒绝“日美同盟”、寻求自主独立的另一种选择。西岛定生的“东

亚世界论”既是对战前“脱亚”意识下的东洋史、日本史研究的否定，也是史学界对战后日本社会“归

亚”诉求的呼应。西岛理论强调历史上中国王朝与“东边”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之间的册封−朝贡关

系，以及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和律令制度从中国向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传播，揭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

 “东亚世界”的内在同一性。“东亚”概念体现了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日本属于“东亚”世

界，日本与东亚的邻国，尤其是作为东亚世界中心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进入 21 世纪以来，日本史学界出现了从“东亚”到“东部欧亚”的第三次空间转换的趋势。这一趋

势发端于日本史学界对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乃至“东亚”这一研究框架的批判。对“东亚”概念的

质疑，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以及由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钓鱼岛问题引发的日本舆论“嫌

中”情绪在史学界的投影。批评者认为西岛的理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过时了的“中心−周边”理论，它使

日本史研究局限于“东亚”这一狭小的空间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近年来日本史学界流行的“东部欧亚”研

究。在方法上，“东部欧亚”研究反映了当今全球史研究的新动向：关注人员、物资、信息的“流动”，

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在“东部欧亚”研究中，战前东洋史关注的“南北问题”，即农耕与游

牧、汉与非汉问题再度受到青睐。为了否定西岛的“册封体制论”，一些研究者强调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

之间的“非君臣关系”和“对等关系”，描绘了一幅由多个“小帝国群”构成的多元的“东部欧亚”国际

秩序。在农耕与游牧、汉与非汉问题上，“东部欧亚”研究与战前的东洋史叙事遥相呼应。“东部欧亚”

研究虽然较之“东亚史”研究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但是，研究者很少关注社会、文化和法律制度，往往

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简化为“关联”、“对等”或“多元”图景。“东部欧亚”研究由于缺乏对“关联”

形成背后真正动因的分析，陷入了与战前的东洋史一样的困境，即未能描绘出一幅完整的、令人信服的

 “东部欧亚”历史图景，也未能揭示“东部欧亚”这一广袤空间中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共性。

最后，本文还有一个尚未探讨的问题，即日本在东部欧亚中的位置问题。在“东部欧亚”研究中，日

本要么被置于边缘位置，要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一些研究者构建的“多元的”东部欧

亚国际秩序中，日本只是一个远离“东部欧亚”中心地带的周边“小帝国”①。曾几何时，日本在将“东

洋”概念他者化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游离于“东洋”之外的“他者”。同样，日本在“东部欧亚”研究

中的边缘化，也意味着日本的他者化。近年日本民意调查所显示的“亲美嫌中”的舆论倾向，与半个世纪

前的“安保斗争”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年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在日本广受欢迎，与今天日本

史学界对西岛理论的全面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民众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难以回避

的“他者”之态度的变化。从“东亚”概念到“东部欧亚”概念的空间转换的趋势中可以窥见，日本史学

界正涌动着一股与战前东洋史遥相呼应的思潮：“脱亚”。

 （责任编辑：周 奇）

 （下转第 184 页）

Academic  Monthly 第 51 卷 02 Feb  2019

 

①例如，广濑宪雄认为，古代“东部欧亚”世界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南北对立的“农耕−游牧”二元框架，“农耕−游牧”构成了“东部欧亚的

中心地带”；在这一中心地带的外部，出现过吐蕃、突厥和回鹘等游牧“大帝国”；在中心地带的周边，则有日本、朝鲜三国、渤海、越

南等“小帝国”。这些帝国各自拥有独特的国际秩序，由此形成了“东部欧亚”多元的国际关系。参见前引广濑宪雄：《古代日本外交

史−東部ユーラシアの視点から読み直す》，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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